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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石器破裂面圖像學的歷史剖析 

──從八仙洞遺址石器繪圖說起 

 

 
鄧聰 

（香港中文大學） 
 

一、前言 

2012 年 6 月，筆者參加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期間，幸蒙臧振華

教授照拂，介紹了近年來台東八仙洞遺址再次發掘的重要成果，令人雀躍。今

年三月，區區在下有幸被邀請參加「八仙洞國定遺址保護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本文是為了参加是次會議而寫就的。以下對八仙洞考古發現，作簡畧的回

顧。 

1968 年 3 月，台灣大學地質學家林朝棨發現了台東長濱八仙洞穴群。同年

12 月，林與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宋文薰合作八仙洞穴群發掘，在潮音、乾元和海

雷洞穴中，確認了被認為是「先陶文化」的石器組合。據林朝棨的判斷，這些

石器出土於更新世的地層。這次重大發現迅即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當時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所長隨即考察了八仙洞的發現，並命名為長濱文化。

1969 年，中國民族學通訊第九期發表宋文薰《長濱文化──台灣首次發現的先

陶文化》，又印製抽印本的專刊，成為長濱文化研究最權威的著述 1。這次八仙

洞出土石器等的遺存，現保存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八仙洞洞穴群遺址的發現學術上的意義包括： 

1. 長濱文化作為台灣地區早期人類文化的代表，對此地區人類歷史起源的探

索，有著關鍵性的意義。 

2. 地貌上，長濱文化八仙洞遺址座落於東海岸山脈的削壁，直面浩瀚無際的太

平洋，文化層中除發現數千件石器標本外，更有大量骨角器，獸類和魚的骨

骼。這些海洋魚類骨骼在洞穴文化層的出土，顯示出長濱文化主人對海洋資

源的開拓。這對探索東亞島嶼早期人類如何適應海洋的生活，有著重要意

義。 

3. 長濱文化石器以礫石石器為特徵，其文化面貌與東南亞舊石器石器關係密

切。究竟長濱文化由什麼途徑進入台灣島嶼，很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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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90 年代前後，筆者曾多次在台灣大學博物館內，考察過長濱文化一

些石器的標本。1990 年初，我有幸讀到加藤晉平教授〈長濱文化的若干問題〉

大作，後來我把日語原稿翻譯成中文，在北京的《人類學學報》發表。這次機

會讓我進一步加深了對長濱文化的認識。2這些年來，筆者在東南亞及南中國考

古的調查，一直措意從東亞舊石器文化體系中，探索台灣長濱文化的來龍去

脈。拙文的主題擬討論包括： 

1. 從東亞舊石器考古研究角度，討論法、日式舊石器圖像学表現方式的異同。

試圖從周口店到長濱舊石器圖像的變化，展示東亞舊石器研究的傳承。 

2. 探索長濱石器文化石器的特徵與東亞大陸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關係。 

 

有關舊石器圖像的表達，重點以台灣八仙洞舊石器問題為核心。首先，從學

術史的源流來考察，有必要從東亞的角度作概括。其次，八仙洞中石器群特徵

的辨識，從東南亞更新世晚期石器對比中得以逐步的呈現。由於篇幅所限，對

上述第二點未能深入，企待今後續篇中再詳細的分析。謹以拙文乞教於大方之

家，並對近年台灣考古學人在八仙洞遺址豐盛的研究成果，致以崇高的敬意。 

 

二、裴文中與舊石器圖象 

 舊石器時代的打製石器，為當時人類生活主要的工具，也是舊石器時代研

究的重點。打製石器圖像的表述，是舊石器研究十分重要的手段。在二十世紀

舊石器研究興起的階段，法國舊石器學術界石器圖像的方式，幾乎是支配性影

響了世界舊石器的研究。 

 近來，考古學中把哲學層面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納入研究的範

圍，產生「現象學的考古學」分支。在哲學上，現象學強調直觀和經驗感知的

區分，釐清二者之間的關聯，在直觀中獲得對本質的認識。如何從直觀和先驗

的本質中，提取知識的途徑是現象學的核心思想。考古學中現象學的提出，主

張對研究對象客體的描述，愈精確和愈細緻，則對研究對象的理解就愈正確。

本文中舊石器的圖象表達問題，其內涵就是牽涉到現象學與圖象學

（Iconography）結合在考古學上的應用。 3有關這方面，如法國M.L. Inizan等
《打製石器的史前學：詞彙和技術》一書指出，科學圖象是科學與藝術的結

合。這種圖象本身，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圖畫，而是以簡單的二維空間平面圖，

去表現遺物複雜三維空間的實況。利用直接圖象一些象徵的常規，一種以人工

手描石器線圖的圖象，就成為一種絕佳表達溝通的方式。這種圖象不單增強了

研究者對舊石器的表達能力，更具有大量非文字和照片可傳遞的訊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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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舊石器時代對石器研究除文字表述外，石器線圖的圖象本身是具有世

界性共同語的象徵。4在討論八仙洞遺址出土石器製品線圖圖象之先，筆者先對

東亞和中國的舊石器圖象發展的歷史，作一概略性回顧。 

 誠如复旦大學陳淳指出，法國舊石器考古的方法論，對中國的影響至深至

鉅。51928 年，由步林、步日耶、德日進出版水洞溝等遺址舊石器時代考古報

告，其中石器方面的分析，反映了當時世界上舊石器研究最高的水平。到了

1929 年，中國學者迅即参與了舊石器的研究。在 1931 年春、夏之間，裴文中

在周口店遺址鴿子堂石英II層，系統發現了大量打製的舊石器。同年裴在《中

國地質學會志》（VII, N2）9 月號上，發表了《周口店下更新統洞穴含人化石堆

積中石英器和其他石器之發現》的論文， 6標志着我國學人第一篇舊石器的研

究。這篇文章後來由裴的學生邱中郎翻譯成中文，被收入《裴文中科學論文

集》書中。7從裴的英文原稿（原 120 頁）注腳反映，在文章寫作的過程中曾得

教益於巴爾博（G.B. Barbour）、李濟和梁思永。雖然，這三人都並不是舊石器

的專家。裴原文頁 123 注腳還特意指出，原文中石器 6a線圖得到步日耶教授所

重畫（redrawn）。（圖一 1a）並且，裴為此在注文中，表達衷心感謝步日耶教

導石器繪畫的方法。另外，裴文原頁 137 文章結束感謝語中，記載 1931 年 10
月至 11 月步日耶獲邀到周口店考察舊石器的事實。以上這些資料，清楚反映裴

最初受教益於步日耶的經歷。更值得重視是上述裴文 6a石器線圖下，我們察覺

到竟附着有步日耶親署珍貴的記錄。以上這些注腳和步日耶的簽署等，卻在邱

的中文譯本被刪掉，殊屬可惜。或許有人看來，這些細節與裴的文章無關重

要。然而，我們認為這些看似並不起眼的資料，卻生動反映了我國學者早期如

何從法國舊石器權威學習觀察石器重要的細節，體驗了除文字對舊石器描述以

外，以石器圖象表達方式的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我們從 1935 年裴文中所寫有關廣西武鳴出土石器，原文頁 401
圖 7 的石器線圖下，（圖一 1b）又再發現了步日耶的簽署，和上述 1931 年裴文

的 6a圖步的親署相當近似。8這當然都是 1931 和 1935 年步日耶两次來華時，留

下的雪泥鴻爪。究竟在 1931 和 1935 年間，步日耶是如何指導裴文中對舊石器

的學習，現今沒有充足資料可以討論。筆者嘗試從上述步日耶對周口店和武鳴

兩件石器圖象表達方式，推測步日耶對裴影響的一些蜘絲馬跡。從 1931 年周口

店論文 6a圖象等顯示，石器圖象邊緣有複數的箭咀表示打擊方向；圖象本身訊

息包括：不同打擊面的區別、打擊中心點和放射線關係和反映打擊方向的破裂

波紋等。其中值得注意是從原圖 6a－6d四張不同视角開展石器的圖象，顯示

由○1 至○7 不同的破裂面，很可能是打擊先後順序的關係，也就是裴在圖 6 的說

明中指出，破裂面上相繼打擊現象表達（Showing sites of successive blows on the 
different surfaces）（圖一）。 

綜觀在 1931 年裴在石器圖象上，使用不同箭咀和數目表示破裂面的方向和

順序，都應該是從步日耶處所學習的方法。如眾所周知，石英石器破裂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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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區分特別困難。裴文中在起初學習舊石器的初階，重視對石器的打擊方向、

破裂面區分、破裂先後關係的推測等，估計當時裴主要的動機是要通過石器製

作技術系統分析，論證周口店石英石器確是由人工意識加工。按裴自己的話，

就是研究這些石器「什麼是人工打的痕跡，什麼不是人工打的痕跡」。9我們可

以肯定，裴對周口店石器表面破裂方向、先後關係認識等，都是繼承步日耶的

學術成果。1931 年周口店石器的研究，同樣反映了步日耶所代表法國舊石器研

究的方向，已經從石器形態的類型學，昇華到技術類型學的發展。雖然，我們

承認裴文中在舊石器研究開始的階段，就有較高的起點。然而事實上，裴 1931
年論文中，除了由步所改畫的一件石製品外，其餘所發表石製品的破裂面打擊

點、波紋、破裂面等特徵，基本上均未能適當的表達。對比裴早期 1931 年與後

來 1935 及 1937 年石器的圖像，前後在技術和風格上出現了較大的進步。 

 1935 年廣西武鳴縣出土石器中，由步日耶所繪畫一件原圖 7 命名為「石核

刮削器」的石制品（圖一 1b）。裴指出這件石制品的分析曾得到步日耶的教

示。步認為這件「石核刮削器」是早晚不同階段工具的混合體。這件石器表面

上，早晚期破裂面的風化程度差異甚大。早期破裂面表面經過長期水磨蝕；後

期破裂面顯示風化程度較淺。從步氏繪圖中，早期的破裂面由大楷 A 至 D 表

示，而不同破裂面間，並沒有繪畫破裂面輪廓的外圍線。同石器後期階段的破

裂面，均以小楷 a 作表示，破裂面間畫有清楚區分的輪廓線。這種利用破裂面

輪廓不同的表示方式，目的是要顯示兩組風化程度較大差異的加工痕跡。從石

器線圖表達來說，顯示相當高度圖示的技術。可見 1935 年步日耶向裴文中所展

示是當時西方舊石器線圖繪畫最先進的技術。當然，究竟上述步日耶所觀察廣

西洞穴中出土石器上，出現兩組先後不同風化破裂面特徵如何解釋的問題，步

的解釋尚未必為定論。在歐洲和西亞遺址中特別是洞穴居住遺址內，出土石器

中具有先後双重風化特徵的石器，佔有比率達到百分之一。在中國方面，我們

目前尚未有對此方面深入的觀察和分析。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謝光茂向笔者教

示，在所见大量廣西舊石器中，曾见過几件具有這種双重風化特徵的石器。究

竟步日耶所分析武鳴圖 7 的「石核刮削器」，是否能排除原來以自然河礫的素材

加工成的石器，尚有待確認。 

1935－1937 年，裴文中在法國巴黎正式跟隨步日耶學習舊石器，擴大對歐

洲史前學的認識。1937 年裴完成了《石器與非石器之區別》博士論文。歸國

後，裴随即發表了周口店第 15 地點的報告。10這篇論文反映了裴在留學法國

後，充份繼承了步日耶着重石器技術研究的取向。例如，周口店 15 地點的一些

擬似琢刻器的確認，裴原圖 17 所示四件擬似的琢刻器，均清楚表達琢刻刀面的

特徵，琢刻刀面上明顯帶有打擊方向和打擊點等。另一方面，在周口店 15 地點

的報告中，裴文中從過去重視標準石器工具的視角，轉變到對生產石片技術的

分析。裴文最精彩和具有經典性意義的分析，反映在對一件三角形類似勒瓦婁

哇石片的技術透視。（圖二）裴原文中以 7a石器打制先後關係模式圖和 7b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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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線圖，兩者分別說明石片的制作技術。7a 模式圖顯示加擊點、打擊方向和打

擊先後順序，加擊 1 有左右的兩面，被加擊 2 從中央剝出一片三角形石片，加

擊 3 顯示從加擊 2 往台面向內轉移打點，打出第二片的三角形石片（圖 2 1a）。
原圖 7b 是三角石片的圖象，左面是石片背面，背面中央顯示加擊 2 所留下三角

形石片疤。這第一面三角形石片疤，打破了左右前一階段的破裂面。令人驚奇

是，裴文中在繪畫加擊 2 打破加擊 1 兩側破裂邊緣的稜線(Dorsal ridge or arris)
上，都畫上一些類似河川式的放射痕。（見圖二 1b 筆者所付加圓圈指示範圍）

這是完全符合岩石破裂特徵的表示方式，亦即新破裂面在打破舊破裂面的邊緣

上，往往出現河川式放射線，而放射線的尾端，又往往指向打擊點起源的方

向。我們可以肯定說，雖然當時裴文中並不一定理解破裂邊緣產生河川式放射

性的意義。從周口店圖 7b 左線圖正確表達河川式放射線與不同破裂面關係來

說，我們不能不承認裴對石器表面特徵細緻的觀察和表達。令人遺憾周口店周

口店第 15 地點的三角形類似勒瓦婁哇石片，已在上世紀戰亂中紛失了。而今只

剩下此石器的石膏複製模型。我們當然不可能再從這件石膏模型，觀察到裴文

中所繪畫的河川式放射線是否確實存在。無論如何，周口店 15 地點的石器技術

分析，反映在石器圖象上一些特徵如輪廓使用、加擊點移動、加擊方向變化、

破裂面區分及順序與及破裂面邊沿一些細緻放射線的表示等，都為中國舊石器

石器圖象學的模式，建立了科學的楷模。 

讓人覺得非常可惜是 1950 年代後，裴文中並沒有把周口店 15 地點石器圖

象的分析技術，再進一步深入規範和科學化。1957 年出版《山西襄汾縣丁村舊

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11其中舊石器線圖的表現，對打製石器破裂面表示方

式與法國博爾德（ Francois Bordes）的《舊石器早期和中期的類型學》

（Typologie du Paleolithique Ancienet Moyen, 1979）的舊石器比較近似。12此

外，1977 年《考古學報》發表王建等下川和安志敏海拉爾的舊石器線圖，也是

中國晚期舊石器線圖的代表作。 

 裴文中以後，中國國內對舊石器圖象的探索，並不多見。在 1982 年，中國

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孝光等介紹了打製石器繪畫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他們指出： 

「要畫好打製石器，要先繪一個較好的圖稿。起稿的過程也是深入觀察

的過程。一塊塊的打擊面，反映先後打擊的重疊關係。它們和器形的關

係，打擊點的位置和波紋的走向等等，都應在稿上示意清楚，為清繪作

好準備。……應該指出，上述方法雖是一種常用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十

分費工，且難於掌握。」13 

由張孝光等所繪畫的打製石器圖象，為中國舊石器法式線圖的代表作，頗為精

美。但繪圖者始終並非是舊石器的專家，由他們所繪畫舊石器的圖象，在學術

性上的可信程度，自然是難有保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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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濱文化石器圖象分析 

1991 年宋文薰在〈台灣舊石器文化探索的回顧与展望〉一文中，從東亞的

背景中強調了日本和臺灣考古学的關係，詳盡分析了台灣舊石器學術探索的歷

程。對於 1968 年八仙洞遺址發掘意義，宋的發言當然是最為感性和確切的。宋

認為： 

「對於考古學者和人類學者而言，八仙洞史前遺址的發現，是近八十年

來台灣首次發現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其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自不待

言。」14 

因為在 1968 年前，台灣學術界一般相信，此地區只有 5000 年人類的歷

史。八仙洞遺址的發現後，台灣地區的歷史，最少延長三倍以上。1968 年八仙

洞舊石器首次發現，代表着台灣地區舊石器時代研究的起點。另一方面，對八

仙洞遺址出土的舊石器，究竟應從如何研究，也是台灣考古學界所未有過的挑

戰。 

從學術的淵源來說，八仙洞遺址最早的發掘者林朝棨和宋文薰，都曾有着

日本留學的背景。林在仙台的東北大學，宋於東京的明治大學預料，這兩所大

學後來都是日本舊石器研究的重鎮。這裡首先簡介 1969 年宋所發表八仙洞遺址

簡報值得注意的地方。從宋在報告中引用的書目來看，並沒有法國舊石器研究

相關的著述，更多是東南亞島嶼如菲律賓、印尼舊石器相關的發現。當然，世

界著名的牟維斯（Hallam L. Movius）有關東南亞舊石器的著述，也被羅列。至

於日本舊石器方面，宋僅舉列芹澤長介執筆的大分縣早水台舊石器研究報告。

值得注意是宋的書目中，還有他本人在 1966 年所寫兩篇日本舊石器的書評。其

中一本是明治大學杉原莊介編著的《先土器時代》；另一本是東北大學日本文化

研究報告第一集早水台遺址的報告。 

 由 1969 年八仙洞發現前台灣學術界動向顯示，這次發現看來並不是偶然的

巧遇。從 1966 年台大出版《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八期所見，包括林朝棨的台

灣第四紀地質學與考古學調查報告；15宋文薰對外蒙舊石器晚期細石器，並有

兩篇日本舊石器研究發現的書評介紹，揭示台灣地質學與考古學界銳意對本地

更新世人類文化的追求，已有呼之欲出之勢。16上述林文中指出：「台灣更新世

的地形面均呈紅色，紅褐色或黃褐色，而全新世的地形面呈灰色或暗灰色。」

兩年後，林就是從八仙洞底層的紅色土層，確認出土石器文化是屬於更新世文

化堆積。同樣，宋文自述介紹日本大分縣早水台的成果，原因是「......但因其為

主張日本前期舊石器文化存在的最為有力的論文，並因評者認為在台灣也可能

會發現到相類似的標本」。 

1966 年林潮棨與宋文薰對台灣舊石器發現的企待，在两年後迅即得到實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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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純粹運氣可以解釋的。在學術史內在的理路來說，其中發展清晰可

辨。林、宋的合璧，地層學和考古學的聯手，才出現 1968 年八仙洞的發現。

林、宋兩者都是背負著較深日本學術的傳統。長濱文化的命名，雖說是出自李

濟的提議，但以「先陶文化」來概括長濱文化的特徵，很明顯是宋的本意。有

一點令人費解是當時為什麼不直接把長濱文化命名為舊石器文化？宋在簡報中

曾指出： 

「今據林朝棨教授的推斷，出土長濱文化的若干地層是屬於更新世的堆

積，故筆者斷定這不但是台灣首次發現的先陶文化，而且其中必有屬於

舊石器時代的。」17 

看來，宋的「先陶文化」與舊石器時代文化，並不一定劃上等號。我推測

長濱文化以「先陶文化」概括，是考慮到當時從潮音洞等所得六個碳十四數據

都在距今 6000 年左右的結果。因為這個年期，明顯已是全新世中期的階段。至

於「先陶文化」這個名詞，很可能是宋對明治大學杉原莊介所提倡日本「先土

器時代」的模倣。18日本語中「先土器」與漢語中「先陶」概念是相同的。中

國大陸舊石器研究的開始，明顯是繼承了法國的學術傳統；而台灣方面舊石器

的研究，則是受到 1949 年日本首次證實舊石器發現刺激而推動的。這方面與宋

文薰對日本考古學具有深切的認識，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 1960 年代，台灣學術界中對舊石器方面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見。李濟在

考古學研究享譽甚高，學識淵博，也寫過北京猿人及周口店的石器等綜合性的

文章。191960 年代初，當一些業餘人士撿拾到所謂舊石器的標本，曾要求李濟

作鑑定。然而，李還是採取較審慎的態度，將這些石器轉讓請宋文薰代勞。20

這方面同樣的例子在中國大陸也曾有過。最近筆者在《夏鼐日記》看到，博聞

強識的夏鼐，在 1977 年對於一些採集石器是否屬於舊石器等問題，亦不敢遽下

定論，而請求裴文中鑑定。21這反映我國考古學一些前輩，對學術研究嚴肅的

態度，不知為不知的作風，同時也反映了舊石器的辨識，確需要極其專業的知

識基礎。 

1950 年代後半，張光直已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隨牟維斯學習舊石器。可

惜，張氏後來並沒有走上舊石器專業的道路。還有，台大林朝棨是地質學家，

對舊石器並不是專長。從當時台灣學界狀況而言，宋文薰無疑對於石器研究是

最有發言權的。不過宋在考古學上的日本老師國分直一，也並非專攻舊石器的

研究。宋文薰 1958 年以訪問學人身分，前往哈佛大學考察。宋與牟維斯曾有過

從。長濱文化發現後，牟維斯為了考察八仙洞出土的石器，也去過台灣。從以

上分析背景可見，宋幾乎是在獨學的背景中，對台灣舊石器的研究開創出一新

天地。 

筆者推測，宋最初接觸研究的舊石器，並不是八仙洞遺址出土的遺物。

1966 年 11 月 9 日，美國古植物學者詹萊博士（Ralph W. Chaney）把在外蒙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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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沙巴拉克烏蘇所採集的細石葉技術資料，包括細石葉、細石葉石核及其台面

製作所產生的削片（Spall，原報告中作彎背刀）和石片，贈送給宋文熏。宋

1966 年年終，撰文發表了這批外蒙的舊石器，文章中從不同視角石器圖象的測

量線圖，表達相當全面和清晰。22 

其後在 1969 年，宋在八仙洞遺址簡報中，發表的礫石石片石器共 5 件，只

發表石片腹面沒有背面的線圖。（圖三）這可能是考慮到背面是自然面，未有更

多人工的痕跡。同樣的表達方式，在 20 世紀初期歐洲舊石器學界也常見。從這

幾件八仙洞遺址石片圖象所反映，腹面的一邊有一個明顯的打擊點，從打擊點

向外，有若干放射線的表現。其中對打擊波紋（Rings）用簡單連續或不連續的

短線表現，但大部份沒有明顯表達打擊的方向。如潮音洞出土 3a 石片，腹面分

左、右兩個剝離面，左邊剝離面由波紋看不出的打擊方向，又此破裂面未見有

打擊點。究竟這左右兩面，是否屬同一的剝離面又或者是兩次的剝離，更或者

是其中一個是節理面一同破裂等現象，難以判斷（圖三 3a）。 

同樣，在 1969 年長濱文化所發表幾件「石片器」圖象，如原圖版 X 的 1、
2、3 圖，是一種由石片上再二次加工的工具，加工是從石片背面向腹面為主。

（圖四）由這些線圖顯示，二次加工剝離面外形的輪廓線，若斷若續，所表示

剝離面方向的波紋（rings），方向性不明。（圖四 1a 2a 3a）筆者估計這些石器圖

象表達的風格，可能是與安山岩、橄欖岩等岩石破裂面粗顆粒的特徵相關。我

們注意到「較細材料製的石器」方面，一般據謂使用的是石英、石英岩、玉髓

和燧石等，其中如潮音洞（原圖版 XII）的「石片器」，如原圖 4a、4b 所表達破

裂方向波浪紋，有更清晰的表達。（圖五 4a、4b、8a、8b）這些岩石表面較細

微顆粒上，波紋比較明顯。在圖版 XII 大部份石片線圖，如 1b、5c、8b 的定位

（orientation），打擊點朝下呈水平放置，其他石片線圖定位的原則未有統一。

（圖五 4ab 6ab 7ab）在舊石器領域中一般石片定位的方式，采取石片剝離軸向

下或向上垂直。總之，從 1969 年《長濱文化》簡報中，對於石器圖象的表達，

採用按岩石破裂面表面顆粒粗細的差別，用不同點或線方式顯示破裂特徵。 

長濱文化石器的圖象的另一個代表，可以參考 1990 年日本加藤晉平和宋文

薰、連照美的合作，他們曾共同對長濱潮音洞的小形石器進行整理。加藤論文

最主要的論點，是從潮音洞中一些細小的石器中，分辨出楔型石器及其相關的

石條。（圖六）楔型石器在法國舊石器時代裡較早就被辨認出來的一種石器工

具。後來裴文中在周口店出土的石英石器中，從兩極技術石器群內發現過大量

楔型石器。在日本舊石器時代到彌生時代楔型石器加工、使用後併片的資料很

豐富，對楔型石器在形態上動態的變化，掌握較清楚。加藤認為潮音洞中一些

驟看似細石葉石核或雕刻器的石制品，事實上都是楔型石器。據此，對長濱文

化簡報中小型石器的分類，如「邊刃刮削器（side-scraper）、尖器、刀形器

（knife）及兩者兼用的器物（combined tool）」，有必要從技術類型學方面再作

重新的考慮。並且，原簡報中曾提及：「並有三、兩件具有小片疤痕所構成的打



  



  



  



  



圖七 長濱文化潮辰洞出土 

1a 礫石砍器  1b 礫石石片器 

（依臧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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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台（Faceted striking platform）的所謂勒伐式（Levallois Type）石片」的見

解。按長濱文化中，並不存在石核台面預備或修整的技術。加藤的石器線圖是

日式的表現手法，對破裂面、破裂方向、打擊點位置、破裂先後關係等，都有

不同的表達。這方面日式石器圖象的特徵，在下文中再介紹，在此不贅。 

2008－2011 年數年間，由中央研究院臧振華和李匡悌先生與台灣大學地質

科學系在台東縣政府支持下，對八仙洞遺址再次進行廣泛調查和發掘，收獲甚

為豐盛，吸引了國際學術界的注目。這幾年的工作可以分前後兩期。23主要成

果簡單的討論如下。 

第一年度工作 

 調查工作在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8 月進行。工作包括對八仙洞周圍進行

細緻地毯式調查，新發現七處洞穴，三處岩蔭及兩處開地遺址。並對各洞穴堆

積鑽探。在以上基礎上，又重新規劃遺址的範圍。其中重要發現：第一，再次

發現舊石器時代清晰火煻遺跡，對舊石器生活面遺物與遺跡間的空間關係、洞

穴使用方式等關鍵問題探索；第二，由新石器至舊石器時代多層次堆積系統的

認識；第三，獲得崑崙洞舊石器文化五個碳十四年代的數據，年代都落在

25,000－20,000 之間，而潮辰洞舊石器文化另一個收據為 21,060±140 b.p.。這

樣，崑崙洞與潮辰洞 25,000－20,000 年前所屬層位出土的石器，明確是更新世

晚期階段，無疑均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這個發現對 1969 年《長濱文化》簡

報有補充的作用，當時潮音洞三個碳十四數據都在距今 5000 年前階段（未校

正），可以互相參考。從而延伸的問題如石器文化面貌上大致相近，但長濱文化

的年代上下限是否延續於距今 25000 前-5000 年前之間。長濱文化作爲“先陶文

化”的概括，是否仍然有效。 

第二年工作 

調查工作在 2010 年 8 月-2011 年 10 月進行，較重要的是對無名洞四及朝陽

洞的發掘。無名洞多層次堆積，尤其在第 11 層被認定爲舊石器文化生活面，平

面確認火塘遺跡數處之多，並有大量打製石器在周圍共存，顯示長期生活居住

面。從此一層位中所得到兩個碳十四年代數據 15510±60 和 17110±70ye.B.P.。 

以上前後數年間八仙洞遺址調查收穫成果，已完成了兩次研究的報告書。以下

僅就石器線圖的圖象方面，略作探討。 

第一年工作報告中，原插圖 38 的 S-001 礫石砍器線圖爲河礫石，其中一面

最大破裂面應是節理面，沿礫石一側沿有調整石器刃部角度的修整。此 S-001
線圖對加工破裂面的區分，特別是加工方向，打擊點等均沒有顯示。（圖七 
1a）同插圖 38 S-0002 與圖版 41 的同一石片，但放置上下倒轉。S-0002 線圖石

片腹面的臺面部分已折斷，腹面和背面兩者表示的破裂方向存在問題。（圖七 
1b）原插圖 49 昆侖洞出土礫石砍器 S-0047 是一片大型石片，經二次加工製成



 

 

 

 

 

 

 

圖八 長濱文化崑崙洞出土 

1a 礫石砍器  1b 礫石石片器 

（依臧 2009）   



 

 

圖九 長濱文化無名洞出土礫石砍器 

（依臧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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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S-0047 插圖對此石片腹面剝離的打擊點、半錐疤表達不明顯（圖八 
1a）。此外，從 S-0047 沿邊二次加工的方向，有些加工方向明顯是有較大的偏

差，更有的表示方向是相反了。插圖 48 S-0041 的石制品從剖面看，應該是石

片，但腹面一邊卻被繪畫成近似於自然面。（圖八 1b） 

第二年報告如報告書的封面石器所示，是無名洞四出土的一件 S-II-0690 被

稱爲礫石砍器，從原插圖 25 和圖版 31 對照，可見其中最大的剝離面應是節理

面，所表示沿邊打擊的方向，有較大的偏差。原插圖 24 無名洞四出土的礫石砍

器 S-II-0027 是從礫石的一側加工。按這件石器剝離面形狀和方向的表示方式，

有待商榷。（圖九） 

總之，2008－2011 年八仙洞所出土石器的圖象，對石器剝離面的辨別、剝

離方向、打擊點等的表示方式，有待商榷。還有，對照一些石制品照片與線

圖，可見兩者所顯示破裂的方向存在矛盾。 

四、法、日式舊石器圖象的演化 

石器線圖是一種國際語言，通過石器的形制、技術，探索人類行爲和思想

演化的重要根據。石器圖象本身是研究者對石器認識學術的呈現。筆者早在

1991 年所著《香港考古學之旅》中，談及石器線圖繪畫的兩種主要方式，即法

國和日本式兩種。24本章節就兩者圖象的長短，略作比較探索。 

本文第二章節談到步日耶對裴文中於舊石器方面的指導。從步日耶所遺留

下對周口店和廣西武鳴兩件的石器線圖，充分反映約在一百年前，法國舊石器

學界已從舊石器形態學研究，轉向技術類型學的方向。當時，石器圖象的表

達，已考慮到如石器被打擊方向、破裂面先後關係、打擊點、放射線形態等。

步在舊石器方面分析的傳統，由博爾德（Francois Bordes）承繼發揚。博爾德在

50 年代前後，憑其自身純熟打製石器的技術，複製了各種舊石器外，對舊石器

各時期建立完備石器技術類型學的基礎。我們可以見到，1961 年博爾德發行名

著《舊石器早期和中期的類型學》（Typologie du Paleolithique Ancien et Moyen）
中，有他自己親署 F.B. 的手筆圖象，顯得有點粗糙。另一些精美的舊石器繪

圖，則出自 P. Laurent 的手筆。P. Laurent 和步日耶一樣，常在打製石器線圖

下，簽署自己的名字。我們見到，在 1935 年，裴文中在廣西洞穴出土幾乎所有

的石器線圖下，都有 Pei W 的英文簽署。稍晚，我們看到博爾德的韓國學生鄭

永和，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整理全各谷里出土舊石器中，在石器線圖下同樣

可見 Y.W. CHUNG 的英文簽署。25這樣的簽署不僅是一種學者對自己工作上責

任的承認，同時也是歐洲舊石器學術界的傳承。上文談過在 60 年代前後，

Bordes 和裴文中在石器線圖表達上，顯示相當接近的風格。這方面也可能是反

映了步日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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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德以後，提克西耶（Jacques Tixier）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繼承人物。，

在 1980-1999 年，他和其他學者M.L.Inizan，M.Reduron-Ballinger，H.Roche合
作，多次改版完成《打製石器的史前學：詞彙和技術》一書。本書中有關石器

技術的詞彙，有阿拉伯語、英語、法語、德語、希臘語、意大利、葡語和西班

牙語的互譯。1998 年日本學者大沼克彥，西秋良宏，鈴木美保，又將此書翻譯

成日語。26目前共有九種語言在石器上用語的對譯，是書在世界上引起了廣泛

深遠的影響。提克西耶對打製石器研究，重視動手從實驗複製舊石器，主張通

過複製舊石器實驗去瞭解史前石器工藝技術。他們對於石製品，認為是制作者

操作鏈或連鎖動作過程的反映，留意對石器表面的打擊方向、破裂面先後關係

與及全體石製品技術的結構分析。 

《打製石器的史前學：詞彙和技術》一書中第七章，就是專門對石器圖象

的討論。我們在本文第二章節曾提及，提克西耶等十分重視石器的圖象的表

達。他們認爲除文字、照片以外，石器線圖是最重要表示石器技術特質一種手

段，也是一種可以公之於四海之國際語言。本書對法國學派石器圖像的表達方

式，有詳盡介紹。在石器線圖繪畫上，首先是如何挑選代表性標本和如何繪畫

的問題。具體石器線圖細節上包括： 

1. 基本原則，如何表達石核、石器不同視角的外形、破裂特徵，如半錐體、波

紋、修整痕跡等。 

2. 石器、石核、石片一般如何定位的方式。不同石器按石器軸的定位。 

3. 器物描繪視角，從六個不同角度反映器物三維的空間。 

4. 石器剖面提取的方式等。 

此外，作者還詳細討論畫圖每一步驟及使用的工具，從鉛筆底稿、外形、

棱線、陰影等的使用，鉛筆和墨筆先後的配合。還有，對不同石器，特別在波

浪紋表現上區分不同方式，使用一些特殊標記，顯示石質或表現光澤等特徵。

最後，石器分析，還包括以工作鏈之模式圖顯示等。 

這裡我們具體討論以 Tixier 爲代表的法國式線圖的問題。如原書圖 54 所繪

寫一件 Isenya（Kenya）阿舍利石片的背面和他的模式圖。（圖十 1a）從左面的

背面圖顯示，從第 2 號、3 號邊沿河川式放射線，已經很明確表示 1、2、3 破

裂面的關係。筆者認為並不需要另有模式圖的存在。稍為讓人困惑的問題是此

圖第 3 面的表達方式。由於此石片臺面是自然面，第 3 面的打擊點應該可能清

楚完整的保留。但此線圖對第 3 面的加擊點及半錐疤的負面等，均缺乏適當的

表示。這是和自然臺面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這裏具體上再舉出兩個例子説明。如 Tixier 書中線圖的圖 53，是石葉加工

成的雕刻刀（Burin），應該主要是由腹向背加工。從雕刻刀正面的右邊所見，



12 
 

一側有連續性的二次加工，但均未有打擊點的表示。事實上雕刻刀上的雕刻刀

口削片的加工，會將若干右邊二次加工的打擊點部分剝落。雕刻刀的右邊從器

身中部以至底邊，都應該保留較多二次加工的打擊點。另一個例子如圖 61 從雕

刻刀打下削片（Burin Spall），但削片上顯示有關的波紋，如接近平行的線狀，

而不是對應從刀口打擊面來圓形的波紋。（圖十 1b）這是在打擊方向不正確的

表示。 

當然 Tixier 書中石器線圖的水平，並不完全代表法國舊石器線圖繪畫的方

式。按筆者所見，法國學者中 M. Dauvois 對石器技術構造線圖的表達，進行過

極其細緻迫真的反映。27如圖十一 1a 由 M. Dauvois 所示，一件雙面打製極其精

美的石器，其中對於不同破裂面邊緣顯現河川式放射線，有很細緻的表達。這

對於判斷不同破裂面先後關係，是很明顯有用的特徵。從 M. Dauvois 所發表照

片和線圖破裂面關係的顯示，對破裂邊沿放射線方向與波紋組合等，均有比較

科學性的認識。（圖十一 1b、圖十二）又如圖十三的勒瓦婁哇三角形石片。石

片背面中央的三角形破裂面，其打擊點部分明顯被放來臺面更新的修整破壞。

從第 2、3 面打破第一面關係來説，第一面的原來形狀，可能並不是三角形，也

即是說第 1 面的三角形形狀出現，有可能是由第 2、3 面破裂面所製成的。這樣

最後又打出近乎三角形的勒瓦婁哇石片。然而，圖十四由 M. Dauvois 發表另一

件莫斯特尖狀器的背面模式圖所示，其中第 2 與第 4、5’之間一組河川式放射線

和樋狀破裂痕(即圖十四內筆者潻加的圓圈指示範圍)， M. Dauvois 把之歸屬到

第 5’的破裂面內。事實上，這一組河川式放射線和樋狀剝離痕，應與第 2 破裂

面同時形成的。這點參看圖十二 M. Dauvois 所示邊沿河川式放射線和樋狀破裂

痕照片的形成關係，便一目了然。如果熟悉石器破裂面特徵的學者，都不會同

意 M. Dauvois 所提議 2、4、5’三者先後關係。筆者認為這三者先後關係，更可

能 4→5’→2，即第 5’打破 4，而 2 打破第 4、5’的破裂面先後關係。這些均從第

2 面右邊河川式放射線的尾端，均指向第 2 面加擊點的方向可以證明。 

從步日耶時代開始，對石器上破裂面的加擊方向、破裂先後順序關係關乎

技術的層次，已受到高度的重視。其後，法國學派一直繼承了石器技術研究的

傳統。提克西耶時期强調實驗打製舊石器的重要性，在石器破裂面精細的觀察

與圖象表達上，未有更多的改進。M. Dauvois 十分高超的石器繪畫技術，並未

見在法國舊石器研究中被普及，其中原因可能 M. Dauvois 繪畫的石器太複雜細

緻，讓人望而卻步。如果說 M. Dauvois 是法式最細緻表達石器技術的代表，則

法式線圖的問題，仍然是對於石器破裂的特徵認識不足，就岩石破裂的特徵與

石器圖象表達，未能配合。 

總之，法國式圖象繪畫最大的缺點，未能比較真實地反映破裂面先後關

係，對於波紋折斷形態及破裂邊沿放射線的理解不足，强調石器線圖立體陰影

的表現方式，妨碍了對全體石器破裂面關係更精准的表達，使到這種法式石器

的圖象，在學術研究上的科學性受到局限。 



 

 

 

圖十 提克西耶書中阿舍利石片（1a）和雕刻刀（1b） 

（依 M.L. Inizan 1999） 

   



  



 
  



  



  



13 
 

另一方面，對比在歐洲近百年以上法式舊石器圖象的傳統，日本舊石器學

界用了約三十年的時間，相當迅速地創立了另一種被稱為日式舊石器圖象的傳

统。大約在上世紀的 60－80 年代初，日式舊石器圖象風格逐漸醞釀而趨成熟。

1949 年日本群島縣岩宿遺址第一次發現更新世石器的文化，是舊石器研究的出

發點。此後在不足十多年期間，日本在舊石器時代的研究突飛猛進。28到 1960
年代，在日本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已達到三百多處。最初，杉原莊介等研究岩

宿遺址岩宿I石器文化，石器包括磨刃石斧及石葉等工具。當時，這些石器的圖

象，都是模仿法國式石器線圖的表現。此後隨著日本各地大量舊石器的出土。

日本學者在較早的階段，就强調對打製石器每一個破裂面先後關係判斷（即日

文中「切合關係」）。這種以表現打擊方向、破裂面先後打破關係的石器線圖

象，應運而生。如在 1950 年代芹沢長介對荒屋遺址石器的繪畫等。1959 年

《立川》的舊石器晚期時代報告書，原書第 11、12 圖是法國式石器圖；而 6－
10 圖象又是日本式繪圖，兩者互相混雜。29 

日式石器線圖到了 1970－1980 年間，已表現相當的成熟。到了 80 年代前

後，基本上日本出版的舊石器報告書，都清一色以日式石器線圖方式發刊。其

間，日本青年學者如山中一郎、竹崗俊樹，均是留學法國學習舊石器。然而他

們學成歸日後，於舊石器的圖象方面均捨棄法式而用日式的表達方式，反映出

法歸日本學者對自身石器圖象的認同。1980 年裴文中、蓋培訪問日本東京，看

到東京小平市著名《鈴木遺址III》報告書剛出版，而書中所有線圖包括大量石

器拼合資料等，都呈現出日式舊石器圖象的風格。30另一個例子如北道紋別郡

遠輕町史前資料館所載大量黑曜石打製石器的報告。筆者 1984 年和宋文薰

1986 年，先後參加了日本築波大學對北海道舊石器時代晚期黑曜石石器遠間資

料的整理。後來出版《湧別川遠間榮治氏採集幌加次遺跡遠間地點石器圖錄》，

均是日式舊石器線圖比較成熟的例子。31（圖十五） 

有關日式石器圖象的特徵，線圖對石器上每一個肉眼可辨認破裂面打破關

係，利用波紋、放射線、輪廓線、打擊點完整程度等，精確顯示石器制作的狀

况。換句話說，一張良好的日式打製石器繪圖，必須精準反映每一個石器破裂

面的特徵。日本方面，松沢亞生首先提倡有關破裂面打破關係表示方式。其

後，1983 年日本東北地區舊石器專家藤原妃敏，綜合討論了石器破裂面打破關

係的幾點特徵。他指出每次打擊所産生之破裂面，如果不同破裂面間存在接觸

的話，必然出現先後打破的關係。區分破裂面間的關係，可以根據： 

1. 破裂波浪收束的形狀； 

2. 破裂面末端是否産生放射線及其形態； 

3. 破裂面間棱線的所具備形態； 

4. 破裂邊沿的凸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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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對打製石器每一個破裂面都清楚瞭解以後，那麽對石器製作工藝就

可以得到初步的認識。打製石器的圖象，要把石器表面所有破裂面的先後順

序、加擊方向、打點狀况等，清楚表達。1983 年，筆者參加了日本仙台市教育

委員會工藤哲司主持富澤水田遺跡的發掘，並對該報告中打製石器分析研究。

其中，由筆者所執筆遺址東區低地形調查出土石器的一章中，曾詳細探索了打

製石器線圖圖象的原則。由於原文是日語，這裡簡洁綜合為以下五點： 

石器圖象在日語中被稱「實測圖」。從詞義上的反映，石器線圖必須按石器

破裂特徵作迫真的描繪。繪畫的手段，是以點和線作爲基本構成要素，其中所

擬表達有下列六點的訊息。（圖十六） 

1. 石器輪廓外形； 

2. 破裂面輪廓外形； 

3. 各破裂面形成先後順序； 

4. 破裂方向； 

5. 破裂面內表面形態狀况，包括： 

a. 波紋起伏和收束形態； 

b. 放射線形態； 

c. 石質內包裹體的狀態； 

6. 自然面和節理面等。 

以上六點在石器線圖繪畫中有必要注意表達。33 

觀察破裂面波紋形態，完整收束或被破壞後波紋形態，（圖十六 a）必須如

實地表達破裂面的周邊所出現放射線及形態，如果新舊剝離面的雙方都有放射

性線存在的話，可以考慮只選取表達其中新破裂面一邊，（圖十六 b）而避免新

舊接觸的破裂面間均繪畫放射線。（圖十六 d1、d2）對波紋集中形態的表示，

一般波紋在打點和末端較集中和發達，都要用完整波紋表達。（圖十六 c）此

外，還可以利用波紋的完整形態差異，顯示破裂面的起點與結束狀況。破裂面

加擊方向，可以由波紋及放射線形態表達。尤其是在一些破裂面較細小的場

合，按波紋判斷的加擊方向，尤其困難。以放射線形態推測打擊點方向，則更

爲精准。在一些日式石器線圖中，因爲繪畫者缺欠對放射線形態的理解，在同

一破裂面波紋與放射線兩者卻顯示相反的方向。（圖十六 e1、e2）這是不科學

的表現方法。但事實上，犯此錯誤的石器線圖，也占相當多數量。 

綜觀法國與日本式兩種打製石器繪圖，明顯後者所包含較多科學的訊息。

近年，臺灣八仙洞遺址出土很重要的舊石器文化。我想今後在系統報告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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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必要考慮到科學的石器圖象製作的重要性。 

五、餘論 

最後，我希望對長濱石器文化石器的特徵與東亞大陸舊石器時代文化關係

探索，作一簡短的討論。對筆者來說，長濱文化中的礫石石器更引人注目。

1996 年及 1997 年間筆者兩次訪問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期間，得到宋文熏先生親

自指教長濱出土的石器，在台大人類學博物館內觀察到若干長濱石器的實物標

本。其中最令筆者印象難忘的是海雷洞（LHIV）出土的一件被命名為礫石偏鋒

砍器。據宋教示，此礫石石器可與另一片背面全為自然面的大型礫石石片相互

接合。這件石器的線圖宋曾於《由考古學看臺灣》一文中發表。34 
據筆者對此件石器的觀察，認識到此石器原以拳大河礫石為素材，礫石表

面自然面由於水沖關係已相當圓滑。此件石器所接合的一件礫石片，背面全為

自然面。根據石片與石器的接合狀況，可推測這件石片是第一片剝離的石片。

筆者稱此為第 I 工程。該石片與石器接合後夾角中所形成三角形的空間，估計

是石器在剝出第一片石片後再加工剝離出若干的石片。在礫石石器的表面上，

除第一石片疤以外，尚有數次以上的剝片加工，此期間的剝離疤痕相對第一片

石片的體積都小得多，很明顯這是以多次細小石片剝離的，將礫石石器一邊的

刃部，加工到接近直角的範圍。筆者稱此為第 II 工程。 
對於此礫石石器，筆者認為是比較難以按照此石器形態，判別究竟應屬於

生產石片的石核或者是石核石器。當然，更大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然而，根

據筆者對實物仔細的觀察後，竟發現該礫石石器的刃部邊沿頗長的範圍，遺留

有明顯因長期推磨而形成刃部磨耗的痕跡，由肉眼可以清楚鑒定。因此，筆者

比較傾向於將此礫石石器解釋為石核石器的一種。此種石器是長濱文化中相當

典型的石器。又宋認為芝山岩所採集一件屬於長濱文化的礫石砍器，筆者於宋

先生辦公室觀察過此件實物，同樣發現在刃部一側有明顯推磨使用痕跡。據宋

先生 1969 年所發表海雷洞和潮音洞的 4 件礫石偏鋒砍器，很可能與上述這種的

石核石器，都大致同樣具有第I及II工程製作後所留下的石片疤痕。當然，上述

4 件石器的刃沿，是否有明顯的推磨使用痕，尚有待日後的確認。35 
筆者上述用了較多篇幅所介紹長濱文化中的礫石石器，是有其特別重要的

意義。原因是筆者近十年自湖南、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都發現同類典型的石

器。1991 年筆者在討論廣東省黃岩洞遺址出土的石器之際，曾將上述與海雷洞

同樣的石器命名為黃岩洞式石器。對於上述這種礫石石器，筆者在 1980 年代末

至 90 年代初，從考察廣東北部黃岩洞、獨石仔、青塘等洞穴遺址現場及出土石

器，其中尤以 1991 年 3 月，我對廣東封開對黃岩洞出土過千件石器群，作了較

全面的觀察。我對黃岩洞石器群的觀點，當時總結為： 

「筆者感受最強烈的印象是黃岩洞遺址出土極小數的砍砸器，而絕大部

份的石器是目前舊石器時代石器工藝學中所未定名的一種礫石石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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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礫石石器是以拳大的河礫石為素材，在長軸或短軸一邊進行單向直接

加擊。第一次加擊以後石器的外形與一般的單邊砍砸器形態是一致的。

然後，製造者在同一的部位以相同的方向在石器上再進行第二回的直接

加擊。第二回加擊的目的，是把刃部邊夾角由 30°–40°改變為接近 90°左
右。這樣製成的礫石石器，就不存在着一般砍砸器的刃口邊沿，表現出

平刃的特徵，是無法作為切割或砍砸之用，不能分類到砍砸器的範圍

內，可以命名為“黃岩洞式石器”。這種黃岩洞式石器的用途是什麼

呢？經仔細的觀察，若干黃岩洞式石器平刃的一邊有極其明顯的磨耗使

用痕跡，推想這可能是一種用以推刮運動方式的工具，有待今後更多的

實驗工作和顯（微）鏡觀察證實。」36 

此外，筆者在此希望順提一筆，美國 Movius 對分析歐洲石片石器具有很好

的經驗。然而對於長江流域以南的礫石石器群的分類，如以 Movius 單鋒及雙鋒

砍砸器的概念，毋容諱言是太簡單了，根本無法涵蓋東亞南部地區舊石器礫石

文化的特徵。我們必須擺脫 Movius 礫石石器分類的方法，自立門戶。和平文化

中的蘇門答臘式石器和黃岩洞式石器的成立，就是對 Movius 單鋒或雙鋒砍砸器

概念突破的好例子。 
 1998 年，值日本考古學協會在沖繩舉行南海舊石器研討會上，我曾重點指

出黃岩洞式石器廣泛分布於中國湖南的（シ舞）水文化及越南的Son Vi文化

中。並且筆者強調從廣東、台灣和越南所見黃岩洞式石器的邊緣，均發現有推

磨使用的痕跡。37我相信在 2008－2011 年台灣新發現的長濱文化的石器群中，

也存在有不少黃岩洞式石器。這些石器邊沿上，是否可以再發現推磨的使用

痕，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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